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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金融家镜头下的中国扶贫故事
他是中国知名金融家，自上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中国金融改
革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他自诩为“业余摄影爱好
者”。 只因工作中与扶贫结缘，他
五进大巴山区、 两进大凉山区，
围绕扶贫、脱贫事业，用手中的
相机记录下许多真实的画面，以
镜头定格和见证了当地乡亲从
贫困与落后迈向幸福与希望的
发展之路。

忆起扶贫之旅的甘与苦，他
感慨中隐含着对这片土地厚重
深沉的爱。 他说未来还会坚持探
访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贫困地
区，且将自己的扶贫摄影之旅延
续下去， 至少直到 2020 年实现
全面小康———没有人要求他必
须这么做，这是他在内心深处与
当地乡亲们的一个约定。

他就是杨凯生，一位有着 30
余年金融从业经验的金融家。 他
曾担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总裁，2005 年-2013 年， 担任中
国工商银行行长。 现在，他的另
一个身份是中央国家机关摄影
协会主席。

2018 年 4 月下旬，北京。杨
凯生出现在国际金融博物馆公
益活动“博物馆下午茶”的讲坛
上。“博物馆下午茶”结束后，在
国际金融博物馆会客厅， 杨凯
生接受了《公益时报》记者独家
专访。

22 年扶贫历程

《公益时报》：你是哪一年开
始参与扶贫工作的？ 还记得第一
次去扶贫点探访时的情景吗？

杨凯生： 从 1995 年开始，工
商银行就按照国务院有关部门
的部署， 在四川参与定点扶贫
（当时的叫法）。 我 1996 年担任
工商银行副行长，也是在同年开
始介入这个工作。

1999 年，我在华融资产管理
公司担任总裁，当时华融的扶贫
点在四川宣汉县， 那时我就去
过。

还记得当时在华融的时候，
去四川探访我们援建的希望小
学， 那里的学校地面是水泥地，
孩子们居然生怕穿鞋进去会把
地面磨坏了， 就都把鞋脱掉，放
在教室外面，光脚进去上课。 这
个场景可以说给我留下了终身
难忘的印象。

算起来我到大巴山扶贫点
探访有五次了，加上华融就有六
次了。 虽然大凉山扶贫点划给我
们相对较晚，但我也已经去了两
次了。 以后我还要去，在当地脱
贫之前，只要还跑得动每年都还
是要去的，这已经是我心中一个
挥之不去的牵挂。

《公益时报》： 按照时间推
算，你已经在扶贫这条路上走过
了 22 年。 你如何看待中国扶贫
进程中这些年的发展变化？

杨凯生：应该说变化是不小
的。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很
多区域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的

境地。 2015 年联合国发布了千年
发展目标报告，里面反映了中国
的极端贫困人口已经从 1990 年
的 61%下降到 4%，这是联合国的
评价。

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我觉得
这种变化就更快一些、 更多一
些。

就拿我们工商银行来说，从
1995 年至今的 22 年来我们不断
努力，开展了教育扶贫、卫生扶
贫、绿色扶贫、产业扶贫、救灾扶
贫、 金融扶贫等一系列扶贫工
作。

我们先后在几个定点扶贫
县投入贷款 80 亿元（目前不良
率为 1.22%）； 先后捐建了 17 所
希望小学；12 所中小学宿舍楼、
教学楼；67 所“爱心小厨房”；连
续 14 年开展了“启航工程—优
秀贫困大学生资助”活动，资助
2882 名家庭困难的学生踏入了
大学校门；连续 15 年开展了“烛
光计划—优秀山村教师表彰”活
动，表彰教师 2410 人次。 开展了

“烛光计划—优秀山村教师培
训” 活动， 目前已培训 1250 人
……22 年来，中国工商银行总行
共派出扶贫干部 94 人次参与有
关县市的定点扶贫工作。

《公益时报》：在当下的扶贫
工作中 ，有 “扶贫先扶志 ”和 “扶
贫先扶智”两种说法。 在你看来，
“扶志”与“扶智”孰重孰轻、孰先
孰后？

杨凯生：这个是不同性质的
两个问题。 如果说“智力”的智，
我们主要说是要把当地的教育
能够搞上去，让当地的孩子也享
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能够具备接
受教育的基本条件。 当然，这个

“智” 也包括对当地农民的技术
援助、知识培训以及其他的综合
技能和素质的提升。 总的说来，

“扶智”还是扶持教育为本。
至于说“志气”的“志”，在更

多程度上是说目前具备劳动能
力的成年人要建立自我发展的
认知和意识。 这个“扶志”就是号
召大家要积极主动地找出路想
办法，而不是坐等，要摒弃那种
“等、靠、要”的消极思想。 政府当
然会对需要帮助的人予以扶持
援助， 但自己也要发挥主动性。
事实上也是这样，目前很多贫困
地区的老乡自己也意识到了，
“真脱贫、脱真贫”除了政府给予
的扶助，自己也要能干、敢干，要
踏下心来去努力，否则想要真正
摘掉贫困的帽子是很难的。

以摄影记录扶贫历史

《公益时报》：怎么会想到通
过照相机来记录你眼中的中国
扶贫发展变化呢？

杨凯生：我本人一直爱好摄
影，既然爱好这个东西，就感觉
自己有一份摄影人的责任和义
务。

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
达到了 70%， 这是整个人类发展
过程中的重大事情， 是需要记

载、应该记载的。 这些年我
在工作的过程中有机会接
触和见证这种发展变化，我
就很想用摄影镜头把这些
让人感慨万千的东西留存
下来，我所能尽力做的就是
想在宏大的历史画卷中添
上小小一角。

《公益时报》：近年来，类
似今天这样的扶贫摄影交流
活动你已经陆续举办多次
了，你想跟大家分享什么？

杨凯生 ：我希望通过这
样的分享， 让更多的人、特
别是年轻人，能够有所感悟
和收获。 第一，了解到我们
中国历史绵延五千年，很多
因素造成了今天我们国家
发展的不均衡；我们 960 万
平方公里，由于各地的自然
条件、 资源禀赋的不同，也
造成了发展的不均衡，这就使得
今天的中国还有一些地区处于
贫困、落后的现状。

我希望年轻人、尤其是在城
市里长大，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
问题的年轻人能够了解这些现
实情况。 了解到这些现实情况，
不仅会激发大家参与脱贫攻坚
事业的热情，更重要的是也让他
们了解到当前中国处于这样的
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我们必
须也应该做的，就是尽自己的力
量去改变这种面貌。

我们也一直提倡现在的年
轻人应该走出去，多搞一些田间
调研，多掌握国情民情社情的基
本情况。 我觉得我搞这些贫困地
区的摄影讲座，在一定意义上也
是为他们创造一种田间调研的
条件吧。

《公益时报》：你扶贫摄影的
原则是什么 ？ 有没有既定的标
准？

杨凯生 ：两个原则。 一个原
则就是，它既然是记录扶贫、脱
贫，就离不开一个“贫”字，所以
其中要有一定量的照片来表现
和反映这些地区的贫困、 落后
现象。

但这还不是我们的主要目
的。 因此在拍摄和选片的过程
中，不能单纯为了猎奇和“博眼
球”而去聚焦痛苦、反映贫困落
后，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秉持
准确地记载和定格历史的原则，
更多捕捉和反映这些年的发展
变化，反映当地父老乡亲一种艰
苦奋斗、敢于战天斗地、积极向
上的昂扬和乐观的精神面貌。

第二个原则就是注重选片
的思想性、政治性和艺术性的结
合。 扶贫脱贫这个话题政治性、
思想性比较强，但从摄影的角度
来说恐怕不能简单的把这变成
一个标语口号似的， 黑板报似
的， 还是要尊重摄影的基本规
律，能够尽量的体现出摄影的艺
术性， 同时还要能和思想性、政
治性结合起来，这是我追求的一
点。 我希望通过扶贫摄影的真实
记录来教育人、打动人，给予人
们更多启迪和深思。

企业应根据自身属性
投入扶贫

《公益时报》：“企业社会责任”
这个概念近年来在中国社会成为
热词。你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目前
在中国是否实现了普遍启蒙？

杨凯生：我觉得企业是社会
公民，所以企业也应该履行自己
应尽的社会责任。 近年来，这个
观点已经被我国越来越多的企
业和社会公众所理解和接受。 许
多企业都很注意自觉地履行自
己的社会责任。

比如说工商银行， 作为一家
已经在海内外资本市场上市的公
司， 我们每年都会按时向社会发
布自己的社会责任报告， 把它作
为自身发展过程中必须向社会披
露的一个重要内容予以公开。

像披露这些经营数据一样，
把自己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也
要专门出具社会责任报告向全
社会披露， 这已经成为一种义
务，成为企业对市场负责的一种
基本要求。

扶贫只是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的一个方面，社会责任就其范
围而言还涵盖很多方面。 作为银
行来说，坚持绿色信贷、绿色金
融的经营理念、不断提升服务效
率、改进服务方式，更好地满足
社会公众的需求，这都是社会责
任的一种表现。

《公益时报》：你是否注意到
近年来金融资本开始关注公益
慈善领域、且投资方向也开始向
该领域倾斜的现象？ 你认为此现
象背后的本质是什么？

杨凯生：这个问题我觉得首
先要看是什么样的企业在做这
样的事情。 你是国有企业、民营
企业、外资企业、或者是混合所
有制企业？

每个企业在动用自己的资
金时，其性质也是不同的。 像工
商银行投入扶贫事业，资金使用
有两个渠道。 一个是银行信贷，
一个是捐助资金。 信贷恐怕还是
要坚持商业可持续的原则，不能
把你放出去的都变成不良贷款，

因为这个钱不是你自己的，是社
会公众的、是储户的钱。 不能说
我拿着储户的钱去做有风险的
事。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要坚持商
业可持续原则。

比如说我们在这四个贫困
县先后投入了八九十亿的贷款，
但到目前为止不良率是 1.2%，与
整个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相适
应的，就说明我们既在这些地区
有较大的信贷投入，同时又坚持
了防控风险、对广大储户负责的
这种专业态度。

至于费用的捐赠，因为我们
是国有商业银行，那就要严格遵
循有关制度，严格按照程序来操
作。 员工个体的公益捐赠，每个
人的能力不同，根据自己的实际
情况来做就好。

每个机构在公益领域的资
金投入和倾斜，也是要根据自身
的基本属性和发展特质来制定
计划和具体实施，那些没有基本
规则和章法，企业管理层简单地

“慷国家之慨”、“慷股东之慨”的
做法我觉得是不行的。

《公益时报 》：2017 年 ，关于
公益与商业的关系掀起了一场
热辩。 有认为二者水火不容，无
法相提并论；有认为二者相促融
合是时代发展必然。 你怎么看？

杨凯生：这个问题就像你所
说， 之所以引起不同意见的争
议，就是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比
较复杂的问题，不是一句两句能
说得清的问题。 公益与商业能结
合好， 那当然是锦上添花的事
情； 如果二者本身无法结合，但
在必要的时候可能需要让你做
出自己的一点贡献，那就无需赘
言，尽义务做贡献就好。 如果你
做事的初衷完全考虑商业，那就
不要扯上“公益”，那是你的经营
需要， 你愿意进入这个市场，那
是另外一个概念。

带有公益性，又兼具商业性
也并非完全不可行。 比如你的产
品在一些贫困地区销售，可以在
价格上给予优惠，或者在成本的
考量上给予尽力支持， 也很好。
如果就是纯粹的捐赠性质的投
入，那就完全是公益性的。

� � 杨凯生扶贫时遇到的孩子。 那时还是怀中的婴儿，长大后的宝贝依然
和杨爷爷很亲近

■ 本报记者 文梅


